
 

管理者从军经历与政府补助
——基于慈善捐赠和冗余雇员的双重视角

邵剑兵 ， 吴  珊
（辽宁大学 商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摘   要： 管理者独特的背景经历会影响企业战略决策及经营绩效。文章以2009–2015年中国A股上

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管理者从军经历对企业获取政府补助的影响，并从慈善捐赠及冗余雇员

的视角，探讨从军经历管理者获得政府补助的来源路径。文章进一步分析了管理者从军经历与在职消

费的关系，结果显示从军经历显著降低管理层在职消费。所得结论为：具有从军经历的管理者通过慈善

捐赠的路径显著促进了政府补助，而冗余雇员与管理者从军经历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并未在管理者

从军经历与政府补助间起到中介作用；具有从军经历的管理者倾向于通过慈善捐赠的方式来承担社会

责任并建立良好的政企关系，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同时能够为企业赢取更多的利益，实现公共利益

与企业利益的双赢。此外，从军经历对管理者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使其在企业经营活动中明显降低对

私人收益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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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　言

目前，我国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推动经济结构转型，

政府补助作为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社会资源优化配置并加快区域、产

业内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我国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主要包括财政贴息、研发补贴、政策性补

贴等。作为政府参与企业活动的方式之一，政府补助对企业经营过程的诸多方面产生了不可忽

视的影响。在财务绩效方面，政府补助可能引发道德风险，甚至存在企业利用政府补助发放高

管薪酬的现象，导致无法达到提升企业绩效的目的（Bernini和Pellegrini，2011；赵宇恒和孙悦，

2014）；在投资效率方面，政府补助对其影响主要在于政府是否能够根据投资机会分配资源，如

能够依据企业实际的资金需求进行分配，则会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解决投资不足的问题

（李刚等，2017）。另外，有研究表明，政府补助对企业研发投入、研发绩效、盈利能力（何红渠和

刘家祯，2016）等均会产生一定影响。

考虑到政府补助的重要作用，有关政府补助影响因素的研究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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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是其影响因素之一，面临困境及融资约束程度较低的企业通常能够获取较高的政府补助

（耿强和胡睿昕，2013），甚至通过盈余操纵达到亏损状况的企业同样有可能获得更多的补助金

额（王红建等，2014）。同时，政治关联将企业与政府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使得企业能够更准确、

及时地捕获相关信息并做出符合政府偏好的行为，因而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可以更迅速地申请

到政府补助（Blau等，2013）。现有关于管理者特征如何影响企业获得政府补助的研究相对较

少，本文试图拓展相关方面的研究。军民融合是我国当前的热点问题，且从军经历是政治关联

的表现之一，军队背景管理者可能建立更高的政治关联（Luo，2017；赖黎等，2016），那么，有必

要验证管理者从军经历与政府补助是否存在着逻辑因果关系。同时，具有从军经历的管理者通

常有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表现出更为正直的品质特征，愿意为政府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因

此本文从慈善捐赠及冗余雇员的视角，检验两者在管理者从军经历与政府补助间是否存在中

介作用。换言之，本文讨论了军队背景管理者如何影响企业利益以及是否通过提升社会效益的

方式来赢得政府支持，即是否实现了公共利益与企业利益的双赢。

本文的创新之处及预期贡献主要在于：第一，丰富了政治关联理论，验证了参军经历可以

视为独特的政治关联，参军经历作为政治关联对企业慈善捐赠的促进作用是由于其乐于承担

社会责任而非谋取私人利益；第二，拓展了有关政府补助前因变量的相关研究，从管理者的军

队背景方面讨论其对企业获得政府补助的影响；第三，加深了有关管理者从军经历的研究，在

我国每年有大量退伍军人转业的背景下，对分析军队背景管理者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具

有一定的意义；第四，搭建了关于“管理者从军经历—社会责任—政府补助”的逻辑链条，并从

慈善捐赠及冗余雇员两个角度分析从军经历管理者如何在为企业争取利益的同时兼顾社会效益。

文章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主要是基于对相关概念的文献回

顾建立本文的研究逻辑，并进一步提出主要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介绍了样本选取

与数据来源，以及本文对变量的定义及模型构建；第四部分为实证分析，对回归结果进行了统

计与分析，同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进一步分析与讨论了管理者从军经历与在职消费

的关系；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结论与展望。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管理者从军经历与政府补助

自2015年以来，我国将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一项国家战略，表明对军民融合的重视程度进

一步提升。事实上，我国每年有大量退伍军人转业进入各行各业，其中不乏担任企业管理者的

转业人员。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年度统计公告显示，2014年我国共安置军官4万余名，由国

家分配转业至地方单位者约为3.1万人，其中进入党政机关者占比为82.9%，进入事业单位者占

比15.2%，进入国有企业者占比为1.9%。2015年全年安置军队转业干部3.7万余名，其中计划分配

军转干部2.4万余名，自主择业军转干部1.3万余名。2016年全年安置军队转业干部5.8万名，其中

计划分配军队转业干部2.9万名，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近2.9万人。根据高阶梯队理论，管理者

异质性是影响企业决策及绩效的重要因素（Hambrick和Mason，1984），管理者的年龄、性别、职

业背景、海外经历等都会在企业管理过程中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根据推断，从军经历作为管

理者独特的背景特征，其必然会影响企业的经营与发展。

心理学研究显示，参军经历磨练了人的意志，退伍军人通常表现出更强的心理素质（Elder，

1986），对困难或极端事件有较强的适应能力。现有关于军队背景管理者影响企业决策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财务方面，Malmendier等（2011）认为从军经历管理者在行为选择中倾向于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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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所在企业的财务杠杆更高。Benmelech等（2015）则发现具有从军经历的管理者在财务决策

方面更为保守，当处于低迷的经济环境时有助于提升企业业绩。赖黎等（2016）通过实证检验发

现，军队背景管理者会选择高杠杆、高负债的融资方式，与Malmendier等所得结论一致。由此可

见，军队背景管理者在行为方式方面具有独特性，那么，管理者具有从军经历会如何影响政府

补助的获得，则是本文关注的焦点。

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考虑：一方面，根据200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

的《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对从事个体经济和创办经济实体的自主择业干部，国家在

贷款、税收及办理营业执照等方面给予照顾，聘用退伍军人的企业同样可以享受税收优惠等其

他方面的待遇。这表明国家通过降低行政收费为转业军人营造了良好的创业氛围，具有从军经

历的管理者在经商时更容易享受到税收、政府补助等方面的帮助，因此军队背景管理者所在企

业可能获得更多的政府扶持。另一方面，政府掌握的资源有限，且在分配补助金额时面临信息

不对称问题，存在不能完全依据企业所需资金进行分配的情况。在我国关系型社会的背景下，

政治关联越强的企业其获取政府资源的可能性越高（田利辉和张伟，2013）。参军经历是政治关

联的表现之一，且退伍军人转业后，部分战友到政府部门工作，使得军队背景管理者的政治关

联程度更强，他们更容易把握政府的政策方向，进而获得政府补助（赖黎等，2016）。基于以上分

析，本文认为具有军队背景的管理者所在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故提出如下假设：

H1：具有从军经历的管理者能够帮助企业获得更高的政府补助。

（二）管理者从军经历与慈善捐赠、冗余雇员

慈善捐赠指企业自愿将其有权处置的合法财产，包括资金或服务等捐赠给需要帮助且合

法 的 人 或 组 织 （ 高 勇 强 等 ，2012） ， 是 企 业 在 完 成 经 济 责 任 、 法 律 责 任 、 道 德 责 任 后 的 行 为

（Carroll，1991）。作为一种自由裁量活动，慈善捐赠受到高管特征的直接影响，换言之，高管捐

赠动机的强弱会决定企业慈善捐赠程度（徐细雄等，2015）。行为学研究表明，个体早期的经历

能够直接对其之后的行为模式产生影响（Locke，2008；Elder等，1991），管理者生活模式及人生

阅历的差异导致其管理风格的不同（Benmelech和Frydman，2015），即企业管理者通常会将自身

经历所带来的特征表现在工作岗位上。如有研究表明，有过贫困经历的管理者由于更了解慈善

捐赠的重要性而显著促进企业慈善捐赠程度（许年行和李哲，2016）。由此推断，从军经历对管

理者的磨练同样会影响其对慈善捐赠的选择，主要考虑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退伍军人通常表现

出更为正直、追求诚信、乐意承担责任的性格特征，具有参军经历的管理者如王石、任正非等

均表现出纪律严明、执行力强的特点（赖黎等，2016），其可能有更强烈的捐赠并承担社会责任

的动机；二是军旅生活磨练了人的意志，培养了军人团结合作、互帮互助以及为人民服务的精

神，因此转业至企业的军人对社会上的贫困需求有更高的重视度，有更大的可能性做出有关慈

善捐赠的决策。

区域内就业情况是政府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一段时间内偏高的失业率不仅可能降低经

济发展，更可能会给地区内人员带来心理不平衡感，严重时会破坏社会的和谐稳定甚至引发犯

罪行为。出于以上原因的考虑，政府有为地区内人员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的动机，而就业名额

最终会分配到各个企业内，这样就间接限制了企业裁员，导致企业承担更多的员工人数，即存

在冗余雇员现象（马连福等，2013）。冗余雇员作为政府解决就业问题、稳定社会的有效途径，同

样被认为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之一。已有研究表明，冗余雇员情况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

著，原因主要在于政府对私有企业的干预成本更高（Boycko等，1996），且冗余雇员由于降低了

对高管的薪酬激励，提升了管理者的代理成本，对企业绩效可能产生负面影响（薛云奎和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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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2008）。由此可见，并非所有企业都会通过冗余雇员的方式为政府解决困难，社会责任感更

强、对政府的命令服从性更高的企业更有可能采取此种方式。服役经历能够增强军人对领导力

的认识，培养其听从上级指挥的观念意识，退伍军人可能将在部队形成的服从上级组织安排的

特征延续到企业决策中，因此会主动为政府承担更多的就业名额。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a、假设2b：

H2a：管理者具有从军经历，则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更高；

H2b：管理者具有从军经历，则企业的冗余雇员程度更高。

（三）慈善捐赠、冗余雇员的中介作用

资源依赖理论指出，组织在生存及发展过程中需要从外部环境获取所需资源，导致资源需

求方对资源供给方存在一定程度的依赖。在目前经济转型的背景下，政府仍然掌握着影响企业

发展的大量资源，并享有资源分配的权力。在分配政府补贴时，由于政府与企业间存在信息不

对称问题（Cull和Xu，2005），存在无法严格依据企业实际需求分配资金的可能性。通常，企业具

有政治关联预示着有更良好的发展前景（Zheng和Zhu，2013），政府更容易了解并信任有政治关

联的企业（林润辉等，2015），并进一步给予更多的财政补贴（Faccio等，2006）。承担政治成本是

企业与政府建立政治关联的主要方式，因而成为多数企业获取政府补助的选择之一，其主要途

径为履行社会责任、减轻政府负担。

具体到企业慈善捐赠而言，慈善捐赠作为企业服务社会的直接方式，能够帮助政府完成其

政治目标，迎合了政府为社会提供服务的需要（Wang和Qian，2011）。若企业进行慈善捐赠后能

够获取相应的收益，则企业有继续为政府“分担压力”的动力，否则易出现“抵制”行为（张敏等，

2013）。因此，政府与企业实际上互为利益相关者，以声誉共同体的形式相互联系（李焰和王琳，

2013），基于互利互惠原则，政府通常会对进行慈善捐赠的企业予以财政补贴作为对其承担社

会责任的鼓励（杜勇等，2015）。同时，企业慈善捐赠符合社会期待，为其他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树

立良好的榜样，政府对慈善捐赠行为进行补助能够减少有关政府补助不公的社会舆论。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经济环境处于低迷状态，我国劳动力市场面临严重的就业难问

题，解决区域内人员就业成为政府的主要工作之一，也是对各级政府及官员的重要考核指标

（张敏等，2013）。就业问题的解决最终要落实到各个企业，换言之，企业通过提供更多的就业

机 会 来 为 政 府 减 轻 就 业 负 担 ， 因 此 部 分 企 业 会 存 在 冗 余 雇 员 现 象 。 帮 助 政 府 承 担 更 多 冗 员

的 企 业 相 对 于 政 府 的 话 语 权 增 强 ， 政 府 会 因 其 实 现 社 会 目 标 而 给 予 更 高 的 补 贴 （ 唐 清 泉 和

罗党论，2007）。

基于以上分析认为，慈善捐赠、冗余雇员是企业获取政府补助的重要方式，结合假设2的分

析本文推测，在管理者从军经历与政府补助关系中，慈善捐赠、冗余雇员存在中介作用，即具

有从军经历的管理者通过促进企业慈善捐赠、提高冗余雇员程度进一步提升了企业政府补助

的获取，提出假设如下：

H3a：企业慈善捐赠在管理者从军经历与政府补助间起到中介作用。

H3b：企业冗余雇员在管理者从军经历与政府补助间起到中介作用。

三、  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9–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企业慈善捐赠、冗余雇员、公司治理结

构相关数据及财务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管理者从军经历数据通过对国泰安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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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企业年报中的高管简历进行筛选手工获得。考虑到董事长与总经理对企业的决策与发展起

到主要影响作用，本文将研究的管理者限定为董事长和总经理。判断管理者是否具有从军经历

的步骤为：首先，在国泰安数据库中检索管理者个人简历，对部分缺失的内容通过查看企业年

报进行补充；其次，在管理者个人简历中进行关键词检索，以其中是否出现能够体现管理者从

军背景的关键词判断其是否具有参军经历。对关键词的选择，本文参考已有研究，主要包括“参

军”、“入伍”、“服役”、“退役”、“转业”、“部队”、“解放军”，以及一些与军队相关的特定词汇如

“军衔”、“战士”、“士兵”等；最后，在以关键词进行检索的基础上，查看已有的具有从军经历管

理者的简历，对检索存在偏差的进行更正，确保检索的准确性。

本文对公司年份样本的筛选原则如下：（1）考虑到金融行业的特殊性，剔除金融类企业。

（2）剔除部分高管简历空白及年度财务数据缺失的企业。（3）剔除未披露慈善捐赠金额的企

业。（4）剔除雇员规模明显不符合实际的数据，如0~5人等。最终获得的总研究样本为7 432条公

司年份数据，其中，管理者具有从军经历的样本数为131个，占比约为2%，与赖黎等（2016）从军

经历高管人员在总样本中所占比例基本一致。

由 于 异 常 值 会 对 分 析 产 生 影 响 ， 论 文 在 模 型 回 归 过 程 中 对 连 续 型 变 量 进 行 1%分 位 及

99%分位的缩尾处理，考虑到存在未获得政府补助及未进行慈善捐赠的企业，缩尾处理会消除

此种情况，因此未对政府补助、慈善捐赠数据进行缩尾处理。论文相关数据的计算处理通过

Excel完成，运用Stata进行相关性分析及回归分析。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1.冗余雇员模型

对冗余雇员规模的衡量，借鉴会计中采用的对操纵性应计项目及高管薪酬进行估计的研

究思路，通过拟合的方式得到雇员规模的期望值，以实际雇员规模多于期望雇员规模的差额表

示冗余雇员（EL）。现有文献认为影响企业雇员规模的主要因素包括销售收入成长性、资产规

模、资产结构及资产成长性，本文在进行年度数据收集时发现，销售收入成长性的数据缺失较

多，约占样本数量的10%左右，因此本文参考薛云奎和白云霞（2008）、冯埃生（2016）的研究思

路 ， 在 计 算 期 望 雇 员 规 模 时 控 制 企 业 规 模 （Size） 、 资 产 结 构 （FixedAssets） 、 资 产 成 长 性

（AssetsGrowth）、行业特征（Industry）及年度特征（Year）。构建的模型如下：

AL (S ta f f Asset) = β0+β1S ize+β2FixedAssets+β3AssetsGrowth+
∑

Industry+
∑

Year+ε (1)

在模型（1）中，被解释变量AL代表企业实际雇员规模，以企业实际员工人数的自然对数进

行衡量，剔除了未披露员工人数的数据。部分文献对雇员规模以企业资产总额进行标准化处理

（StaffAsset），考虑到因变量中资产规模进行了对数处理，如采用不同的处理方式可能产生系统

性误差，因此本文未采用此种方法。同时，本文在实证过程中对比了被解释变量分别采用AL及

StaffAsset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前一种方式的拟合程度更高，表明模型能够有效估算雇员的情况。

2.实证分析模型

a1

为验证管理者从军经历如何影响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本文设立模型（2）。其中，被解释变

量Subsidy表示政府补助，借鉴已有文献，以政府补助金额的自然对数进行衡量，少数披露金额

为0的数据则直接取值为0，政府补助金额取自国泰安数据库中政府补助明细中的“合计”项目。

解释变量Army用以度量管理者是否具有从军经历，具有从军经历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为控

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在模型中加入了控制变量，详细定义见表1，同时设立年份和行业的虚拟变

量，对其进行控制。根据假设1，具有从军经历的管理会提升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因此预计变

量Army的系数 显著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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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idy =a0+a1Army+a2S ize+a3Board+a4Indep+a5Roa+a6Duality

+a7Lev+a8Age+a9Tenure+
∑

Industry+
∑

Year+ε
(2)

ε

ε

ε ε

为验证假设2a、假设2b是否成立，本文建立模型（3-1）及模型（3-2）。模型（3-1）中被解释变

量Donation表示慈善捐赠，参考已有研究且出于使数据更倾向于正态分布的考虑，用企业年度

内捐赠金额的自然对数对变量进行度量，少数披露金额为0的数据则直接取值为0，捐赠金额在

国泰安数据库营业外支出下按“捐赠支出”、“公益性捐赠”、“慈善捐赠”等关键词进行筛选并进

行年度内汇总。模型（3-2）中被解释变量EL表示冗余雇员规模，现有研究对冗余雇员进行回归

分析时，通常直接使用模型（1）得出的残差项，然而根据实际可知，残差中 >0的部分代表冗余

雇员规模， <0部分表示雇员不足，对所有数据统一进行回归将存在一定误差。本文对EL的度

量方式进行进一步划分：若残差 >0则取原值，表示冗余雇员程度；残差 <0则取值为0，表示不

存在冗余雇员情况。同时保留按常规方式处理得到的数据，即不进行正负值的区分，用于模型

的稳健性检验。

b1 c1

模型（3）的解释变量与模型（2）相同，是测量管理者是否具有从军经历的哑变量。为控制其

他因素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模型（3）加入了相应的控制变量，具体定义见表1，并对年份和

行业进行控制。根据假设2a及2b，具有从军经历的管理者倾向于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因此可

能促进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以及提升冗余雇员程度，因此预期变量Army的系数 及 显著为

正，具体情况有待进一步验证。
Donation =b0+b1Army+b2S ize+b3Board+b4Indep+b5Roa+b6Duality+b7Lev

+b8Age+b9Tenure+
∑

Industry+
∑

Year+ε
(3)

EL =c0+ c1Army+ c2S ize+ c3Board+ c4Indep+ c5Roa+ c6Duality+ c7Lev+ c8Age

+ c9Tenure+
∑

Industry+
∑

Year+ε
(4)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Subsidy 政府补助 政府补助金额的自然对数

Army 管理者从军经历 董事长或总经理有从军经历取值为1，否则为0

Donation 慈善捐赠 慈善捐赠金额的自然对数

AL 雇员规模 公司实际雇员规模的自然对数

StaffAsset 每百万总资产雇员数量 雇员人数/总资产（单位百万元）

EL 冗余雇员 实际雇员规模与期望雇员规模的差额，大于0取原值，小于0则取值为0

FixedAssets 资产结构 固定资产/总资产

AssetsGrowth 资产成长性 当期对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与其他长期资产的投资支出/总资产

Size 企业规模 公司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Board 董事会规模 董事人数加1的自然对数

Indep 独立董事占比 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总人数

Roa 资产收益率 净利润/平均总资产

Duality 兼任情况 董事长和总经理为同一人取值为1，否则为0

Lev 资产负债率 公司总负债/总资产

Age 年龄 管理者平均年龄

Tenure 任期 管理者平均任期

Industry 行业 以2009年为基准，设立6个虚拟变量

Year 年份 设立虚拟变量，若行业为制造业取值为1，否则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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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温忠麟等（2005）等人总结的中介效应分析方法，本文在模型（2）的基础上分别对企业

慈善捐赠及冗余雇员进行控制，结合模型（2）与模型（3）的回归结果分析慈善捐赠、冗余雇员

在管理者从军经历与政府补助间是否存在中介效应，建立的模型如下：
Subsidy =d0+d1Army+d2Donation+d3S ize+d4Board+d5Indep+d6Roa+d7Duality

+d8Lev+d8Age+d9Tenure+
∑

Industry+
∑

Year+ε
(5)

Subsidy =e0+ e1Army+ e2EL+ e3S ize+ e4Board+ e5Indep+ e6Roa+ e7Duality

+ e8Lev+ e8Age+ e9Tenure+
∑

Industry+
∑

Year+ε
(6)

d2

d1 a1

模型（2）及模型（3）预期结果均成立是进行进一步中介效应检验的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

若 模 型 （4-1） 中 慈 善 捐 赠 与 政 府 补 助 存 在 显 著 正 相 关 关 系 ， 即 系 数    显 著 为 正 ， 同 时 变 量

Army的系数    与    相比显著性水平下降，则表明慈善捐赠在管理者从军经历与政府补助间

存在中介作用。对冗余雇员中介作用的检验过程与之同理。模型（4-1）、模型（4-2）同样加入了

相关控制变量，控制变量的选取来源于已有研究成果。

四、  实证分析

（一）冗余雇员分析

1.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冗余雇员模型中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以员工人数自然对数表示的雇员规模

均值为7.528，极小值为4.934，极大值为10.706，标准差为1.134，表明样本数据分布较为稳定。每

百万资产雇员数量均值为0.932，极小值为0.034，极大值为4.300，极大值与极小值、均值相差较

大，表明存在极端值的情况。企业规模、资产结构、资产成长性具体情况见表2，其中资产结构、

资产成长性标准差分别为0.154、0.054，说明各企业在这两方面差异较小。

2.冗余雇员模型回归分析

表3列 示 了 有 关 雇 员 规 模 的 回 归 结

果。模型（1′）中，被解释变量为每百万总

资产雇员数量，回归结果显示，企业规模

与每百万资产雇员数量在p<0.01水平显

著 负 相 关 ， 与 资 产 结 构 、 资 产 成 长 性 在

p<0.01水平显著正相关，所得结论与薛云

奎 和 白 云 霞 （ 2008） 的 研 究 成 果 保 持 一

致，模型解释力度R2
为0.157。模型（1）中，

被解释变量为以实际员工数对数表示的

雇员规模，雇员规模与资产结构、资产成

表 2    冗余雇员模型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N 均值 极小值 极大值 标准差

AL 7 432 7.528 4.934 10.706 1.134

StaffAsset 7 432 0.932 0.034 4.300 0.782

Size 7 432 21.766 19.666 25.364 1.166

FixedAssets 7 432 0.219 0.004 0.682 0.154

AssetsGrowth 7 432 0.062 0.000 0.258 0.054

表 3    冗余雇员模型回归分析

模型 模型（1′） 模型（1）

变量 Staffasset AL

Size –0.202***（–27.36） 0.689***（85.82）

FixedAssets 0.904***（15.84） 1.218***（19.65）

AssetsGrowth 0.608***（3.68） 1.153***（6.42）

Industry 0.056***（3.04） 0.353***（17.57）

Year 控制 控制

N 7 432 7 432

R2 0.157 0.528
AD.R2 0.156 0.528

　　注：*p<0.1；**p<0.05；***p<0.01；括号内为t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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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性的相关关系与之前结果相同，而雇员规模与企业规模在p<0.01水平显著正相关，与模型

（1′）中所得结论不同的原因在于两者对于雇员规模的定义不同，结果合理且符合预期。同时，

模型（1）的解释力度R2
达到0.528，表明模型回归结果更具有可信度，对被解释变量的处理方式

是可行的。在模型中分别对年份进行了控制，而行业的回归结果显示，企业是否处于制造业对

员工规模具有显著影响。

（二）主要模型回归分析

1.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表4是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表4中的结果来看，政府补助极大值为22.333，均值为

15.578，表明多数企业获得了较高的政府补助；极小值为0.000，表示存在未获取政府补助的企

业，这也是导致数据标准差（2.711）较高的原因。管理者从军经历为0–1变量，均值为0.018，说明

目前我国具有从军经历的管理者仍属于少数人群，所占比例约为2%，这也与本文只选择研究

董事长和总经理有一定关系。企业慈善捐赠极大值为19.317，均值为11.885，存在未进行慈善捐

赠的企业，因此极小值为0.000并导致数据的分散程度相对较高，标准差为2.902。按本文对冗余

雇员的定义，雇员不足的情况取值为0，故EL极小值为0.000，极大值为2.896，根据均值得出样本

存在冗余雇员情况的平均水平为0.301。EL_All表示实际雇员人数与期望雇员人数的差值，即以

往文献中未对雇员不足取值为0，冗余雇员程度由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标准差为0.779，说明

数据的分布较为稳定，而均值为0.000，符合实际雇员规模围绕期望水平上下波动的实际情

况，证实了本文冗余雇员模型拟合效果的准确性。其他控制变量相关情况详见表4，其中，只有

管理者平均年龄、平均任期标准差较大，分别为5.746及2.652，说明管理者年龄、任期的分散程

度较高。

表5是相关变量的Pearson相关性分析。分析结果显示，管理者从军经历与政府补助、慈善捐

赠分别存在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冗余雇员在p<0.01水平显著负相关。冗余雇员及慈善捐赠

与政府补助显著正相关，显著水平均为p<0.01。所得结果基本符合预期，相关性不显著的原因

可能是未加入企业规模等控制变量，具体检验在回归分析中进行。

表 4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N 均值 极小值 极大值 标准差

Subsidy 7 432 15.578 0.000 22.333 2.711

Army 7 432 0.018 0.000 1.000 0.132

Donation 7 432 11.885 0.000 19.317 2.902

EL 7 432 0.301 0.000 2.896 0.440

EL_All 7 432 0.000 –4.346 2.896 0.779

Board 7 432 2.263 1.792 2.773 0.174

Indep 7 432 0.371 0.308 0.571 0.053

Roa 7 432 0.054 –0.136 0.235 0.057

Duality 7 432 0.297 0.000 1.000 0.457

Lev 7 432 0.406 0.035 0.878 0.216

Age 7 432 50.426 36.500 66.000 5.746

Tenure 7 432 3.250 1.000 11.000 2.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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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回归分析

表6报告了管理者从军经历对政府补助的影响。在模型（2）的回归结果中，管理者从军经历

与政府补助存在正相关关系，显著程度为p<0.1，表明具有从军经历的管理者显著促进了企业

政府补助的获取，这与赖黎等（2016）的观点一致，本文假设1得到验证。

表7分别通过模型（3-1）、模型（3-2）检验了管理者从军经历与慈善捐赠、冗余雇员的相关关

系。结果显示，Army与Donation在p<0.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而与EL在p<0.0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

表明具有从军经历的管理者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慈善捐赠，对企业冗余雇员则起到抑制作用。结

合上文分析可以理解为，军队背景管理者倾向于通过进行慈善捐赠来承担社会责任，而没有选

择冗余雇员的方式来维系政企关系。假设2a得到验证，假设2b未得到验证。

表 5    Pearson相关性分析

变量 Subsidy Army Donation EL Size Board Indep Roa Duality Lev Age Tenure
Subsidy 1.000

Army 0.003 1.000

Donation 0.194*** 0.003 1.000

EL 0.094*** –0.034*** 0.037*** 1.000

Size 0.830*** –0.018 0.359*** 0.065*** 1.000

Board 0.089*** 0.021* 0.108*** 0.076*** 0.268*** 1.000

Indep 0.000 –0.032*** –0.003 –0.002 –0.014 –0.494*** 1.000

Roa 0.066*** –0.033*** 0.146*** 0.052*** –0.105*** 0.003 –0.013 1.000

Duality –0.008 –0.031*** –0.045*** –0.010 –0.189*** –0.162*** 0.120*** 0.082*** 1.000

Lev 0.040*** 0.025** 0.075*** 0.073*** 0.533*** 0.161*** –0.044*** –0.427*** –0.171*** 1.000

Age 0.080*** 0.043*** 0.071*** 0.021* 0.172*** 0.067*** –0.023* –0.023** –0.050*** 0.027** 1.000

Tenure 0.130*** –0.001 0.124*** 0.007 0.134*** –0.034*** 0.049*** –0.072*** 0.058*** –0.022* 0.235*** 1.000

　　注：*p<0.1；**p<0.05；***p<0.01；括号内为t值。

表 6    管理者从军经历与政府补助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2）
Subsidy

Army 0.378*（1.73）

Size 0.826***（25.64）

Board 0.629***（3.12）

Indep 0.537（0.85）

Roa 3.411***（5.87）

Duality 0.150**（2.30）

Lev –0.874***（–4.80）

Age 0.003（0.60）

Tenure 0.020（1.44）

Industry 1.303***（20.52）

Year 控制

N 7 432

R2 0.169
AD.R2 0.167

　　注：*p<0.1；**p<0.05；***p<0.01；括号内为t值。

表 7    管理者从军经历与慈善捐赠、冗余雇员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3-1） 模型（3-2）
Donation EL

Army 0.389*（1.68） –0.123***（–3.22）

Size 0.988***（29.04） –0.004（–0.69）

Board 0.435**（2.04） 0.188***（5.34）

Indep 0.554（0.82） 0.332***（2.98）

Roa 8.586***（13.98） 0.705***（6.94）

Duality –0.002（–0.03） 0.011（0.93）

Lev –0.714***（–3.71） 0.167***（5.26）

Age –0.007（–1.27） 0.001（1.27）

Tenure 0.058***（3.97） 0.007***（2.85）

Industry 0.313***（4.66） –0.113***（–10.21）

Year 控制 控制

N 7 432 7 432

R2 0.191 0.035
AD.R2 0.189 0.033

　　注：*p<0.1；**p<0.05；***p<0.01；括号内为t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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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捐赠、冗余雇员是企业获取政府补助的两

种主要方式，结合模型（3-1）、模型（3-2）的回归结

果推断，在管理者从军经历与政府补助关系之间，

企业慈善捐赠可能存在中介作用，而冗余雇员则不

存在中介作用，因此实证部分进一步检验了慈善捐

赠的中介作用，表8列示了中介作用检验的回归结果。

由表8可知，慈善捐赠显著提升了企业获取的政府

补助，显著程度p<0.01。同时，与模型（2）回归结果

相对照，在控制企业慈善捐赠后，管理者从军经历

与政府补助的相关关系由在p<0.1水平正相关下降

至不显著正相关，证明慈善捐赠在管理者从军经

历与政府补助间起到中介作用，假设3a得到验证。

（三）稳健性检验

表9列示了管理者从军经历与冗余雇员的回

归结果，与模型（3-2）不同的是，被解释变量EL参

照已有文献的研究方法（薛云奎和白云霞，2008），

直接以模型1拟合计算出的残差表示。回归结果显

示，管理者从军经历与冗余雇员在p<0.01水平显著负相关，表明管理者具有从军经历抑制了冗

余雇员程度，与模型（3-2）回归所得结论一致，验证了结论的可靠性。

同时，考虑到政府补助涉及多种类型，是对企业经营活动不同方面给予的补贴，本文通过

对 政 府 补 助 筛 选 分 类 ， 将 政 府 补 助 划 分 为 与 就 业 相 关 （Sub-Staff） 及 与 其 他 方 面 相 关 （Sub-

Other）两种类型，分别检验管理者从军经历与两类政府补助金额的相关性。模型（2′-1）中被解

释变量为就业补助，模型（2′-2）中被解释变量为其他类型补助，其余控制变量与前文一致。表10

表 8    慈善捐赠中介作用检验

变量
模型（4-1）
Subsidy

Army 0.359（1.64）

Donation 0.049***（4.48）

Size 0.777***（22.89）

Board 0.607***（3.01）

Indep 0.510（0.80）

Roa 2.989***（5.08）

Duality 0.150**（2.30）

Lev –0.839***（–4.61）

Age 0.003（0.67）

Tenure 0.017（1.24）

Industry 1.288***（20.27）

Year 控制

N 7 432

R2 0.171
AD.R2 0.169

　　注：*p<0.1；**p<0.05；***p<0.01；括号内为t值。

表 9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模型 模型（3′-2）

变量 EL

Army –0.202***（–2.95）

Size –0.040***（–3.98）

Board 0.443***（7.04）

Indep 0.289（1.46）

Roa 1.317***（7.26）

Duality 0.023（1.13）

Lev 0.240***（4.23）

Age 0.002（1.29）

Tenure 0.017***（3.97）

Industry 0.001（0.07）

Year 控制

N 7 432

R2 0.019
AD.R2 0.017

　　注：*p<0.1；**p<0.05；***p<0.01；括号内为t值。

表 10    政府补助分类回归结果

模型 模型（2′-1） 模型（2′-2）

变量 Sub-Staff Sub-Other

Army –0.747**（–2.33） 0.395*（1.78）

Size 0.027***（3.56） 0.829***（25.48）

Board 0.668**（2.26） 0.654***（3.21）

Indep –1.253（–1.35） 0.602（0.94）

Roa 0.870（1.02） 3.576***（6.09）

Duality 0.003（0.04） 0.149**（2.26）

Lev 0.838***（3.14） –0.892***（–4.85）

Age –0.001（–0.10） 0.004（0.70）

Tenure 0.039*（1.90） 0.021（1.52）

Industry 0.681***（7.32） 1.317***（20.52）

Year 控制 控制

N 7 432 7 432

R2 0.022 0.168
AD.R2 0.020 0.166

　　注：*p<0.1；**p<0.05；***p<0.01；括号内为t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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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回归结果，由表10中内容可知，管理者从军经历与政府补助中的就业补助存在显著负相

关关系，显著程度为p<0.05，而与其他类型补助在p<0.1水平显著正相关。结果表明军队背景管

理者所在企业所得的就业补助偏低，这与从军经历管理者抑制企业冗余雇员的结论相互印证，

可初步理解为从军经历管理者由于未承担过多就业指标而导致就业补助金额的降低，具体关

系有待进一步检验。同时，军队背景管理者促进了企业其他方面政府补助的获取，与假设1所得

结论一致。综上所述，所得结果整体上证明了前文结论的稳健性。

五、  进一步分析与讨论

为进一步探究具有从军经历的管理者为什么会选择慈善捐赠，而不是冗余雇员的路径来

获得政府补助，本文引入在职消费以解释具有从军经历的管理者采取这样行为的内在动机。在

职消费指管理层在履行职责、行使权力过程中产生并由企业支付的各项货币消费，包括装修办

公场所、娱乐消费、专车费用、考察费用等。对企业经营过程而言，在职消费是其中的必要费用

之一，在一定程度上是管理者权威的象征；而对管理者而言，在职消费实际上属于企业给予的

一种非货币性收益（冯根福和赵珏航，2012）。与管理者公开的年薪及股权激励相比，在职消费

具有隐蔽性，只能从企业的经营费用或管理费用中间接体现出来，因此通常又被称为隐性薪酬。

目前对于在职消费的研究，主要基于代理观及效率观两个角度。代理观认为在职消费是代

理成本的一部分，体现了企业存在的委托代理问题，在职消费的产生可能在于管理者为获取更

多的资源或晋升而向更高管理者、政府官员行贿产生，是管理者挥霍企业资金的体现，并因此

损害了企业价值（卢锐等，2008）。效率观则认为在职消费作为一种隐性薪酬，可以视为薪酬激

励的方式之一，在合理的范围内允许管理者享有一定的额外津贴及福利能够提升管理者的工

作效率（Rajan和Wulf，2006）。可以看出，无论是代理观还是效率观，均认为在职消费是管理者

获得的一项私人收益，其发挥了货币性薪酬之外的作用，能够改善管理者个人消费的质量（罗

劲博，2013）。在这种情况下，若缺乏完善的薪酬契约，在职消费对管理者的积极激励作用难以

发挥出来，反而导致管理层为提升自我人力资本价值回报而通过在职消费来获取私人收益。同

时，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在职消费主要被管理者用于构建政治关系网络及维护个人社会资本

（周炜等，2011），即管理者为了提升自身经营业绩，需要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建立良好的联系以

获取更多的无形资源，所支出的费用主要体现在在职消费方面。

有关在职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已得出一些结论，如负面报导会降低管理者显性的货币性

薪酬，因此导致其通过自身权力增加在职消费以提升隐性薪酬（张玮倩等，2015），而增强内部

控制则能有效降低企业在职消费（窦祥胜等，2017）等。那么，从军经历作为管理者独特的背景

特征会如何影响在职消费？根据前文分析可知，军队经历对管理者的磨练使得其在企业经营过

程中表现出正直、追求诚信等品质特征，同时张铁铸和沙曼（2014）指出，在市场上越注重自身

声誉的经理人，其通过在职消费进行自我激励的需求就越低。因此本文认为，一方面从军经历

是政治关联的体现之一，具有从军经历的管理者相对更容易建立政企关系，不需要进行过多的

额外支出来构建政治关系网络；另一方面，军队背景管理者正直、吃苦耐劳的品质特征会减少

其对类似专车、娱乐消费的使用，即具有从军经历的管理者不会因为利益驱使而为自己谋取更

多的私人收益。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具有从军经历的管理者能够降低管理层在职消费水平。

假设4拟通过模型（5）进行验证，其中被解释变量Perk表示管理层在职消费，考虑到数据获

取的难易程度及样本数量，本文参考Johnson等（2009）认为管理费用是在职消费最适合度量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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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思路，采用罗进辉和万迪昉（2009）的处理方式，以经过主营业务收入调整的管理费用作为

管理层在职消费的测量指标，其中以主营业务收入进行调整是为了控制企业规模及生产经营

对管理费用的影响。

Perk = f0+ f1Army+ f2S ize+ f3Board+ f4Indep+ f5Roa+ f6Duality+ f7Lev+ f8Age

+ f9Tenure+
∑

Industry+
∑

Year+ε
(7)

表11提供了管理者从军经历与在职消费的回

归结果。结果显示，管理者从军经历在p<0.01水平

上与在职消费显著负相关，说明军队背景管理者

能够降低企业在职消费，假设4得到验证。

六、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2009–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

究对象，实证检验了管理者从军经历如何影响企

业政府补助的获取。同时选取慈善捐赠、冗余雇员

的视角，分别验证两者在管理者从军经历与政府

补助关系间是否存在中介作用。换言之，本文验证

了具有从军经历的管理者能否为企业争取更多的

利益，以及在为企业争取利益的过程中会如何影

响社会公共利益。所得结论为：

第一，管理者从军经历显著促进企业政府补

助的获取，表明军队背景管理者有利于提升企业

利益。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一是我国相关规定使得具有参军经历的管理者在企业经营

过程中享受更多的政府资助，二是军队背景管理者有更强的政治关联并因此更容易获得政府

补助。

第二，管理者从军经历与慈善捐赠显著正相关，与冗余雇员显著负相关，表明军队背景管

理者倾向于通过慈善捐赠而非冗余雇员的形式来承担社会责任、减轻政府负担，进而建立良好

的政企关系，对此本文认为，慈善捐赠提升了社会整体效益及资源利用率，而冗余雇员在一定

程度上损害了企业价值（薛云奎和白云霞，2008；Xu和Zhu，2005），因此军队背景管理者基于对

企业及社会价值的考虑未选取冗余雇员的方式。

第三，在管理者从军经历与政府补助关系中，慈善捐赠起到中介作用，即军队背景管理者

通过慈善捐赠的路径为企业减轻政策负担，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政府给予从军经历管理者所在

企业更高的补助金额以扶持其发展。

所得结论表明军队背景管理者通过促进社会效益的方式为企业赢取了更多利益，实现了

公共利益与企业利益的共赢。同时，本文进一步分析与检验了管理者从军经历与在职消费的关

系，结果显示，军队背景管理者能够显著降低管理层在职消费，表明从军经历减轻了管理者由

于利益驱使而提升私人收益的现象，反映出军队背景管理者正直的品质特征。

本文所得结论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丰富了政治关联理论以及政府补助的相关研究。具体

可以理解为：在慈善捐赠方面，政治关联是促进企业慈善行为的因素之一，然而企业进行慈善

表 11    管理者从军经历与在职消费

模型 模型5

变量 Perk

Army –0.021***（–3.90）

Size –0.016***（–20.28）

Board 0.014***（2.94）

Indep 0.058***（3.77）

Roa –0.240***（–16.94）

Duality –0.000（–0.05）

Lev –0.093***（–21.02）

Age –0.000**（–2.06）

Tenure 0.001***（3.21）

Industry –0.015***（–9.71）

Year 控制

N 7 432

R2 0.226
AD.R2 0.225

　　注：*p<0.1；**p<0.05；***p<0.01；括号内为t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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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的动机包括战略性动机、政治性动机、管理层自利动机与利他动机（李晓玲等，2017），有政

治关联的企业可能利用慈善捐赠以获取资源优惠或实现高管晋升，如有研究表明具有政治关

联的亏损企业更容易采用“战略性慈善捐赠”的行动来摆脱困境（杜勇和陈建英，2016），因此通

常难以判断政治关联对慈善捐赠的促进作用是由于管理者乐意承担社会责任抑或为了提升私

人利益。本文将从军经历视为独特的政治关联，在检验管理者从军经历与慈善捐赠关系的同时

验证了其与冗余雇员的相关关系。慈善捐赠与冗余雇员均为企业为政府减轻政策负担的方式，

两者都能获取一定的政府资助，但所带来的影响不尽相同，具有从军经历的管理者并未选择可

能影响企业绩效的冗余雇员方式来承担社会责任、维持政企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军队背

景管理者正直担责的特征，同时表明，从军经历这一类别的政治关联是出于服务社会的目的进

行慈善捐赠而非为了谋取私人收益，军队背景管理者并不会为了获取政府补助而损害企业绩效。

本文在实践管理中的意义主要在于，首先，揭示了具有从军经历的管理者如何影响企业政

府补助的获取，以及对企业慈善捐赠、冗余雇员方面的影响，在我国每年有大量退伍军人进入

企业的背景下，对于安置退伍军人工作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其次，所得结论表明，慈善捐赠、冗

余雇员作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两种不同路径，具有从军经历的管理者在建立政企关系及为

企业争取政府补助时对两者的选择并不相同。在考虑为企业争取利益的同时，具有从军经历管

理者同样会考虑社会的整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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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 Experience of Managers and Government
Subsidies: From Dual Perspectives of Corporate

Philanthropy and Redundant Employees

Shao Jianbing, Wu Shan
( School of Business，Liaoning University，Liaoning Shenyang 110036, China )

Summary: A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government subsidies play an assignable role in th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of enterprises. Therefore，the research on factors influencing government subsidies has

drawn wide attention. Existing researches suggest that political connections can help enterprises to

obtain government subsidies. Based on this view，we take into account that China has a large

number of veterans entering various enterprises each year，and military experience can be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anifestations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Therefore，this  paper chooses  military

experience  of  managers  as  an  entry  point  to  study how military  experience  influences  the

acquisition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At the same time，based on the upper echelons theory，it

chooses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corporate philanthropy and redundant employees to discuss the

different influences of managers’ military experience，and further explores whether corporate

philanthropy and redundant employees play intermediary roles between military experience of

managers and government subsidies，that is to say，the aim is to explore the way that managers

with military experience strive for government subsi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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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paper takes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9 to 2015 in China as the research

object，and examines the research questions through the empirical analysis. The conclusion shows

that overall，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military experience of managers and

government  subsidies；corporate  philanthropy  plays  a  significant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litary experience and government subsidies，while there i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redundant employees and military experience of managers；the

redundant employees do not play an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military experience of managers

and government subsidies.  In the further analysis  and discussion，it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litary experience and perk consump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military experience is

conducive to the reduction in the on-the-job consumption of management and confirm that

managers with military experience are more honest and trustworthy. The conclusions can be

understood as follows：military experience of managers helps enterprises to obtain government

subsidies，and compared with the way of redundant employees that may damage the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managers with military experience prefer the way of corporate philanthropy to

shoulder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and establish  a  good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s  and

enterprises，thus gaining more government support. In addition，military experience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managers，so that they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pursuit of private benefits in business

operations. The expected contribution of this paper mainly consists of two aspects：in theory，it

expands  the  relevant  research about  the  antecedents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political

connec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litary experience；in practice，it reveals  how military

experience  affects  the  acquisition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its  impact  on  corporate

philanthropy and redundant employees. In the context of a large number of veterans entering

China every year，this paper has some reference to resettlement issues.
Key words: military experience; government subsidy; corporate philanthropy; redundant

employee; perk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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